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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湖南大跃进运动经历了酝酿准备、组织发动、掀起高潮、继续跃进四个阶段。虽然，广大干部和群众在大

跃进运动期间忘我劳动，艰苦创业，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失远高于得，弊远大于利。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

一切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循序渐进，严格遵循客观规律办事，坚决克服以主观意志代替客观规律的错误做法，

以避免类似大跃进运动的错误在历史上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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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

改造运动的顺利完成和“一五”计划主要指标的提前

实现，为湖南在新的历史时期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建设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56年 6月，中国共产党湖南省
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长沙召开。会议明确提出了全省今

后的总任务就是在继续积极稳步地完成各项社会主义

改造的同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以农业为中心

的全面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支援国家工业化。会议讨

论和通过了《1956 年至 1967 年湖南农业发展规划纲
要(草案)》。1957年 2月，中共湖南省委在《关于发展
农业生产的指示》中进一步强调指出：“在农业合作化

以后，如果不全力去领导农民发展生产，就不能巩固

农业合作社，就不能提高生产力，就不能不断地逐步

改善人民生活，就将脱离群众最大最基本的要求，也

就将妨碍国家建设事业的前进。”[1](112)然而，中共中

央在经济上一股“左”倾急躁冒进的指导思想膨胀、

泛滥，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到一次严重的挫

折。在中央的思想指导下，湖南也历经了大跃进，分

析湖南大跃进的过程，有助于总结经验教训，避免大

跃进运动的错误在历史上重演。 
 

一、酝酿准备 
 
为了贯彻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毛泽东对反冒

进的批评，中共湖南省委于 1957年 10月 26日至 11
月 6日在长沙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会议研究确定了

全省今后的工作方针和当前必须采取的主要措施。会

议认为：“在发展农业生产中，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存

在。”要求“用大鸣、大放、大争、大字报的方式，广

泛发动群众.，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以又多又快又好
又省的精神和排山倒海的劲头，加速发展农业生产”。
[2](315−316)这种大批判使得“左”倾急躁冒进的思想开始

泛滥起来。1957年 11月 26日至 12月 12日，中共湖
南省第一届党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长沙召开。会议

认为农业合作化运动完成以后，“我们对社会主义与资

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强调不够。去冬今春以来，我

省党内右倾保守思想曾经一度有所滋长。”“通过大鸣

大放大争，揭露了各种矛盾，交流了经验，批判了右

倾保守思想，许多同志感到眼界开阔了，革命干劲大

大高涨了”；“会议完全拥护中央‘在优先发展重工业

的基础上，发展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认为

根据我省情况，应以大力加速发展农业为中心，贯彻

执行以粮食为中心，积极全面地发展农、林、渔、牧、

副业多种经营的方针。“经过几年特别是 1957年的工
作，我们已基本上完成了农业大跃进的准备，有了一

切必要条件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组织实现这个大跃

进。1958 年是这个大跃进的第一步。”会议讨论了
《1958 年湖南省农业生产规划纲要(草案)》和《1956
年到 1967 年湖南省农业发展规划纲要(草案)》，决定
交省人代会讨论通过①。 
随后，12月 20日至 29日，在长沙召开了省一届

人大五次会议。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在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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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了《深入开展全民整风运动，组织农业生产的大跃

进》的报告。会议讨论通过了《1956 年到 1967 年湖
南省农业发展规划纲要》《关于深入开展全民整风运

动，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决议》等文件。《决议》认

为：在湖南“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条件已经具备了，

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国民经济进一步全面高涨的新形

势已经到来了”[3](78)。会议期间及会议后，全省各地

迅速掀起了反对“右倾保守”思想，提高生产计划指

标的运动。各地原订的经济生产指标一次又一次地被

拔高。就这样，在广大干部群众强烈渴望改变我国贫

穷落后面貌和反对“右倾保守”的政治压力下，湖南的
大跃进运动，在全国大气候的影响下，以不可阻挡之

势被组织发动起来了。 
 

二、组织发动 
 
湖南是一个农业大省，自古就有“洞庭熟天下足”

的美誉。因此，湖南的“大跃进”运动首先是从农业

拉开序幕的。 
1958年 1月 1日，中共湖南省委和湖南省人委联

合举办元旦广播大会，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发表了《鼓

起革命干劲，实现 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新年献
词。他在讲话中指出：“我们完成 1958年的生产计划
是有条件的，是可能的，关键在于我们全省人民的努

力，必须总结推广先进经验，以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概

来组织与领导 1958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以农村整风
和全民整风运动推动农业生产，推动国民经济。”“我

们号召全省 3600万人民，继承光荣革命传统，团结一
致，发挥英雄气概，迎接第二个五年计划，组织 1958
年生产大跃进！”②为了传达中共中央南宁会议精神，

中共湖南省委于 1月 31日至 2月 9日，召开了有各地、
州、市委书记，一部分县、乡党委书记及农业生产合

作社社长共 2000多人参加的农业生产会议。会议认为
全省农业生产大跃进新的形势已经到来，不切实际地

提出修改《1956年至 1967年湖南农业发展规划纲要》，
要求“十年规划，五年完成”，即到 1962 年完成原定
1967 年完成的农业生产指标，并提出“三年改变湖南
面貌”的口号。为此，要求 1958年全省粮食总产量达
到 280—300 亿斤。比上一年增长 25%-30%，农副业
总产值 40亿元，比上一年增长 33%，到 1962年粮食
达到 450亿斤，平均亩产 800 斤[3](79)。这些指标大大

超过了“一五”计划时期的平均增长速度，显然也大

大超过了当时全省人力、物力、财力所能承受的能力，

是根本无法实现的。然而，有的人还认为省委提出的

指标“保守”，而各地区在下达这些指标时，又层层加
码，使全省农业生产的总指标更加膨胀，有的地区甚

至提出“十年规划，一年完成”。继全省农业生产会议
之后，各行各业围绕农业，也纷纷制订了各自的“跃进”
指标。针对这种情况，周小舟在 4月召开的全省县委
书记会议上提出要“压缩空气”。但由于全国“大气候”
的影响，这种已经膨胀起来的“跃进”空气实际上根本
不可能被压缩，相反，却以更快的速度膨胀起来。后

来，省委也把 1958年全省粮食总产量指标提高到 400
亿斤，以争取“一年实现十年粮食生产规划”。 
如果说湖南的大跃进是从农业开始的话，那么农

业的大跃进又是从大规模兴修水利开始的。为了实现

以粮食为中心的农业大跃进，全省广大农民群众首先

被动员起来兴修水利。实际上从 1957年秋收以后，全
省大修水利就开始了。10月，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
人委联合发出《关于积极开展大规模兴修水利运动的

指示》。指示指出：“我省今冬明春兴修水利工作的方

针是：有计划地加强水旱涝灾害严重地区的水利建设。

丘陵、山区大力整修、扩建、改建现有水利设施，积

极兴建山塘、河坝和小型水库等，并根据需要和可能

积极举办中型工程。”[4](118)随即在全省掀起了规模空

前的兴修水利高潮，并一直持续到 1958年 3月。全省
累计用工达 3.2亿多个，占农村总人口的 50−60%，每
天投入劳动的人数，最多时达到 670多万人，一共完
成土石方工程 15亿立方米，超过“一五”计划时期水利
工程土石方总和的 10倍。当时，湖南极少大型水利施
工机械，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几乎全是靠农民手挖肩

挑完成的。广大农民怀着追求幸福生活的强烈愿望，

忘我地辛勤劳动。当年留下来的一首民歌从一个侧面

反映了兴修水利热烈动人的场景： 
万把锄头万颗星，万颗星星当明灯， 

万滴汗珠湿透土，万代幸福扎下根。 

在农业率先大跃进的影响下，工业、交通、运输、

财贸以及文教等各部门都纷纷动员起来，投入大跃进

运动。 
1958年 2月 26日至 3月 9日，中共湖南省委在

长沙召开全省工业交通会议，研究开展以反浪费、反

保守为中心任务的整风运动和工业交通大跃进的问

题，决定当年地方工业总产值要比 1957年提高 7倍，
并赶上和超过农副业的总产值。为此，规划五年内建

成农业机械网、修配网、化学肥料网、农副产品加工

网、电力网、煤炭网、交通运输网，形成一个支持农

业的工业体系，以推进农业的机械化。会议要求贯彻

“依靠群众办工业、依靠群众办交通、依靠群众办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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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事业的方针，做到书记动手，全党动员，统一规划，

全面发展，县县办工业，乡乡办工业，社社办工业，

各级办工业，各部门办工业”[2](317)。会后，全省自上

而下掀起了大办工业的热潮。 
自 3月中旬至 6月底止，全省新建的中小厂矿 23

万多个，平均每天创办 2000多个工厂或手工工场。这
些厂矿或工场，大多数是生产小农具和土化肥的，有

的就是在原来的铁匠铺外挂上一块“机械厂”的木牌，
或者是在堆放灰粪的草棚前写上“化肥厂”几个字，并
不真正具有“大办工业”的意义。但是，在加快速度大
办工业的热潮中，新建扩建的 208个大中型项目，如
娄邵铁路、湘黔铁路(湘潭至金竹山)、京广铁路复线(武
昌至衡阳)、湘潭钢铁厂、涟源钢铁厂、长沙汽车电器
厂、拓溪水电站等，对湖南后来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 
湖南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国“大气候”的影响下，步

伐越来越急，要求也越来越高。1958年 4月，中共湖
南省委召开全省县委书记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成都会

议精神，号召抓住阶级斗争和整风这个“纲”，大批“右
倾保守”，来个共产主义思想大解放，提倡敢想敢说敢
为。会议不切实际地要求全省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工农

业总产值达到 200亿元，其中工业与农业总产值各为
100亿元，比 1957年增长 4倍多[3](81)。5月，党的八
大二次会议召开，会议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

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会议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我国进入了马克

思所预言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我国社

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也完全能够达到一个极高的速

度。基于这个认识，会议通过了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

国的目标，通过了提前五年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还通过了“苦干三年，基本改变面貌”等口号。这标

志着全国大跃进运动进入高潮[5](822)。同月，中共湖南

省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精神，要

求把会议精神的宣传落实“变成为解放人的思想和推

动当前各项工作的伟大动力”，提出湖南的建设速度必

须加快，思想必须解放，一定要做到鼓足干劲，力争

上游，切实做到“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
劲”[7](82)。全省的大跃进运动进入高潮。 

 
三、掀起高潮 

 
从 1958年 6月下旬开始，随着高指标、瞎指挥、

强迫命令的盛行，导致浮夸风的蔓延，大跃进运动掀

起了高潮。在全国各地竞相大放“卫星”的影响下，湖

南也开始违背实事求是的精神，放“卫星”上天，报纸、
广播开始大造早稻丰产高产的舆论。1958年 7月 7日，
《新湖南报》登出平江县石塘农业社水稻亩产 2522
斤的消息，13 日又登出岳阳县先锋农业社水稻亩产
6363斤的消息。周小舟对放“高产卫星”，持保留慎重
的态度。要求报纸发表丰产的消息，凡报道亩产 3000
斤以上的消息，都要经过省委的审查批准，实际上当

时水稻亩产超过 2000斤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全国放
“卫星”四起的形势下，周小舟也无力制止这种竞相欺
上瞒下，虚报浮夸的风气。在全国反对“右倾保守”

的政治压力下，局部地区想要制止已经兴起的浮夸风

是很困难的，这是大跃进年代里一种特有的现象，也

是“高产卫星”满天飞的一个重要原因。8 月，中共
湖南省委组织省、地、县、乡、社五级干部一百万人

深入田间大会师，进行检查评比，开展全民性社会主

义大竞赛运动，以推动秋季生产更大的跃进。运动中

出现了“树红旗”、“插白旗”、“送乌龟”等过“左”的做
法，使农业生产大跃进进一步升温。此后，“高产卫星”
越放越大，越飞越高，甚至喊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
多高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口号。10月
下旬，《新湖南报》报道了浏阳县红专人民公社晚稻亩

产 6.6 万斤和红薯亩产 56.8 万斤的 “特大卫
星”[4](145−146)。粮食浮夸风造成农业已经过了关和粮食

吃不完的虚假景像，从而进一步推动工业大跃进的高

涨。 
当时，工业方面，尤其是钢铁缺口很大。为此，

中共湖南省委在 4月份全省县委书记会议上决定 1958
年要求生产生铁 35万吨，比两个月前制定的指标再增
加 1.7 倍。随后，省委、省人委下达一连串指标，要
求各地“由小到大，大小结合，由土到洋，土洋结合”，
发展钢铁生产。到 6月初，全省已建成 6000多座炼铁
土炉，由一批民间铁匠指挥炼铁。6 月下旬，省委在
衡阳召开工业现场会议。随后土法炼铁即在全省迅速

铺开，到 7 月时，全省炼铁土炉上升到 18000 座。8
月 6日至 14日，全国地方高炉会议在邵阳举行，全国
28个省市、部分高等院校，科研机关及国家机关代表
400 余人参加会议。会议对邵阳地区全民大办钢铁的
经验给予了充分肯定。会议提出要“以政治挂帅，土小
为主，土洋结合，多产快产生铁，保证炼钢大跃

进”[3](85)。 
同时，中共湖南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提出将

生铁生产任务增至 70-105万吨，在年初没有产钢计划
的情况下，要求年底钢产量达到 20—30万吨。为此，
省委于 7月中旬召开第四次机械工业生产会议。会议



第 6期                                             戴安林：湖南大跃进运动始末 

 

785

认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重心是粮食、钢铁和机械“三大
元帅”，而钢铁、机械、电力是我省工业建设上的“一、
二、三”，其中又必须“以钢为纲”，带动全盘。会议不
切实际地决定在今后 5个月内，生产出年产能力为 110
万吨的炼铁设备，80万吨炼钢设备，75万吨的轧钢设
备以及精密的大型电动机床和发电机③。会后，全省机

械工业掀起了大规模的跃进。但是，在 8月中旬以前，
尽管中共湖南省委和省人委对钢铁生产指标一再加

码，但还未形成全民大办钢铁的群众运动。 
1958年 8月 17日至 3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

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我们党发动和领导大

跃进运动的一次最重要的会议。它全面制定了大跃进

运动的各项主要计划，把党的“左”倾错误指导思想发
展到了顶峰。会议认为：“工业的生产和建设必须首先

保证重点。工业的中心问题是钢铁的生产和机械的生

产，而机械生产的发展又决定于钢铁生产的发展。根

据当前全国人民对于钢铁的巨大需求和对于钢铁生产

的巨大努力，根据钢铁冶炼设备正在逐月增加和迅速

投入生产的情况，钢铁生产的飞跃发展是必要的和可

能的”；“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用

最大的努力，为在 1958年生产 1070万吨钢，即比 1957
年的产量 535万吨增加一倍而奋斗”，并且要求将它作
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来完成[6](465)。会后，掀起了以

全民大炼钢铁为主要标志的大跃进运动新高潮。 
中央确定湖南省 1958 年的钢铁生产任务分别为

15 万吨与 70 万吨，于是，钢铁生产就成了压倒一切
的政治任务。中共湖南省委 8月底至 9月初接连召开
了各种会议，布置钢铁生产大跃进。《新湖南报》为此

连续发表《现在炼铁必须以土法为主》等 6篇社论。
但是，当年 1月至 8月全省仅生产 9万吨铁和不到 1
万吨钢，为了在剩下的 4个月里完成这项十分艰巨的
政治任务，只好采取一切超常规的措施： 
书记挂帅，全民动员，大搞群众运动。9月 2日，

省委、省人委联合召开广播大会，“动员全省人民向钢
铁大进军”。于是，一个以钢铁为中心的新的跃进浪潮，
迅速在全省城乡掀起。来自农村、工厂、街道、商店、

机关、学校的劳动大军浩浩荡荡地开赴钢铁战线，全

省直接加入钢铁生产行列的群众最多时达到 700多万
人。 
土洋结合，以土为主，大搞土法炼铁钢。为了保

证“钢铁元帅升帐篷”，掀起了以土法为主，兴建炼铁

炉、炼钢炉的高潮。从 9月 1日至 10月 19日，全省
建成的炼铁、炼钢土炉由 2.6万座激增到 6.5万座。11
月 15日至 21日，全省开展了钢铁煤高产竞赛周活动，

在“人有多大的胆，炉有多高的产”的口号鼓动下，

钢铁“卫星”满天飞。 
各行各业支持钢铁生产。农业要优先保证钢铁生

产所需的劳动力，机械制造业要优先制造钢铁冶炼设

备，交通运输部门要优先运输钢铁生产需要的物资，

商业部门要及时收购钢铁，不论其质量如何，成本高

低，都不得拒收，文艺宣传、医疗卫生及学校等单位

也要纷纷下乡上山进厂，服务到工地。总之，各行各

业只能服从钢铁，支持钢铁，保证钢铁。 
随着人民群众大炼钢铁运动的掀起和迅猛发展，

铁矿石、煤炭、冶炼设备、运输能力等不足的矛盾日

益尖锐起来。于是，在全民大炼钢铁的同时，全省相

继掀起了以土法为主的全民大办煤炭，大办机械、大

办交通运输、大办水泥和大办化肥等项群众运动。其

中挖煤、炼焦的人数仅十月份就达到了 500万人。由
于煤炭和焦炭不足，各地区又大砍树木甚至拆房炼铁，

至十月中旬，各地区被动员起来搞运输的群众就达到

了 200万人，从民间抽调的人力、畜力车近 20万辆，
此外，还从机关、团体、部队抽调了大批汽车。 
在钢铁大跃进的高潮中，全省各地又提前于夏秋

之际，再一次掀起大办水利的高潮。10 月 19 日，中
共湖南省委发出《关于今冬明春水利工作的指示》。指

示指出：“根据中央在以小型工程为基础的前提下，适

当发展大中型工程的方针，我省今冬明春计划完成水

利工程总量达 62亿余立方米土石方。”[4](119)省委成立

兴修水利指挥部，各地、县也相应成立指挥部，几百

万农民开赴水利工地，安营扎寨，实行大兵团作战。

全省兴修水利的劳动力最多时达到 600余人。兴建的
蓄水量在 1亿立方米以上的大型水库有黄材、官庄、
王家厂、水府庙、黄石、酒埠江和双牌水库等 9座。
其中水府庙、黄石和双牌水库为蓄水量在 5亿立方米
以上的超大型水库，总控制流域面积1.82万平方公里。
兴建这 9座大型水库对湖南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具有长
期重要意义，但在当时承担了如此巨大的工程量，广

大农民群众确实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经过 3个月的日夜奋斗，到 11月底，中共湖南省

委宣告提前一个月超额完成全年的钢铁生产计划，全

省生铁产量达到 76万吨，钢产量达到 15万多吨。实
际上，直到这年的年底，全省也只生产了 59万吨铁，
8.06万吨钢，且含硫量都大大超过了国家标准，无法
使用，而且成本之高，使得省财政当年为补贴钢铁亏

损支出了近 1亿元[7](46)。 
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还加剧了国民经济各部门之

间比例严重失调。为了保钢铁，轻工业被忽视，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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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日用工业品脱销。大批农村劳动力抽走之后，秋、

冬季作物陷入无人管理的状态，甚至大量已经成熟的

粮食、油菜籽等也因无人收获而霉烂在地里。钢铁高

指标不但刺激了钢铁工业本身基本建设规模的急剧膨

胀，而且引发了众多部门的连锁膨胀。当年全省实际

完成的地方基本建设投资总额比 1957 年增长了 6 倍
多，由钢铁引起的各部门和基本建设指标的暴涨，又

进一步加剧了交通运输业的紧张，到年底，全省积压

待运的物资达 250万吨。 

伴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兴起，还出现了人民公社这

一新的社会组织形式。1958年 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
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各

地试办一些 1000户以上的大社。1958年 7月，《红旗》
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我们

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
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
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随

后，在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开始出现人民公社一类

组织形式。8 月，毛泽东视察河北、河南、山东等地
农村时，称赞说“人民公社名字好”，“不要搞农场，

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和政府合一了，它的好处是，可

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5](826−829)。

1958 年 8 月 29 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
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

议》。《决议》指出：“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

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它将发展成为

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看来，共产主义在

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

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

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6](450)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

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兴起。 
中共湖南省委积极贯彻北戴河会议精神，会议期

间就召开了地、州、市委书记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尽

早动手，力争主动，并决定于 1958年 8月下旬开始搞
建社的试点工作。1958 年 8 月 26 日，长沙县高塘人
民公社成立，这是全省最早成立的人民公社。到 1958
年 9月 3日，先后建立了浏阳县大瑶、岳阳县君山、
湘乡县月山等 25个人民公社。9月中旬，各地以县为
单位，召开县、乡、社三级干部大会，进行动员和规

划，一个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立即席卷全省。从

1958 年 9 月 21 日起，各地普遍开展并社建社工作，
到月底即宣告全省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在原来 5.3 万
多个高级农业合作社的基础上，建成 1130多个人民公

社，平均每个社 7000多户，入社农户占全省农户总数
的 99%以上。全省一共有 1.72万个大队，13.2万个生
产队，38万多个作业组。在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推
动下，许多城市及集镇也纷纷办起了城镇人民公社和

公共食堂。1958 年 10 月，省委成立了城市人民公社
办公室，全省 9市搭起公社架子的有 33个街道公社，
8个工厂公社，7个学校公社。在县镇中，建立人民公
社的有 186个。 
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湖南省人民公社

的平均户数是同期全国人民公社平均户数的 1.6 倍，
比经过调整后的农业高级社的平均户数增加了 49倍，
其中最大的公社多达 2.8 万户，11.4 万人。它囊括了
工、农、商、学、兵(民兵)各行各业，实行政社合一，
劳武结合。它既是农村基层政权机关，又是农村经济

单位，既是劳动组织，又是军事组织。一方面是公社、

大队、生产队、作业组；另一方面又是民兵团、营、

连、排，即所谓“组织军事化”。推行“行动战斗化”、

“生活集体化”，大办公共食堂以及托儿所、幼儿园、

敬老院。有的地方甚至拆迁社员的住房，大办居民点，

实行集体开餐，集中睡觉。至年底，全省一共创办公

共食堂 35.8万个，全省农村 98%以上的人参加了公共
食堂；托儿所 32万多个、幼儿园 3万多个、敬老院近
8162个。 
与大办人民公社相伴而来的是大刮“共产风”，急

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

桥”，好象有了人民公社这座桥梁，人们就可以在一、

二年内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天堂”。为了扩大人民公社

的“共产主义成分”，社员的自留地、家庭副业统统取

消，社员的家畜、家禽、生产工具，甚至一部分生活

资料也无偿充公。各个公社普遍实行“供给与工资相

结合，以供给为主”的分配制度，“吃饭不要钱”，对

社员包吃饭、包穿衣、包医疗、包上学，甚至包办婚

丧大事等等，然后再按出工多少由公社或者大队给社

员发工资。这些，在当时被人们称为是“社会生活中

的共产主义因素”，认为办得越大，就越像“共产主义”。

这期间，不仅公社内部思想实行“一平二调”，而且以

钢铁为中心的各项“大办”事业，也无偿调用了人民

公社大量的劳动力和农副产品[1](121−122)。 
随着时间的推延，大跃进运动的错误及其危害，

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一系

列指示精神，中共湖南省委于 1958年底采取了一些初
步纠“左”的措施，使得当时日趋严重的经济形势开始
有所好转。可惜的是，这种好势头很快就又被 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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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8月开展的反右倾斗争逆转了。 
 

四、继续跃进 
 
1959年 7月 2日至 8月 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

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按照毛泽东的

设想，这次会议是为进一步纠正当时的“左”的错误和
准备继续跃进而召开的，因此，会议前一段气氛活跃，

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揭露出不少问题，中共湖南省委

第一书记周小舟也多次就湖南的工作发表看法。但是，

由于发生了 1959年 7月 14日彭德怀向毛泽东写信及
后来张闻天、黄克诚发言等情况以及其它原因，毛泽

东不能接受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等人较为尖锐的

意见，决定扭转会议方向，错误地对彭德怀、黄克诚、

张闻天及周小舟等人开展批判，将他们定为“右倾机会
主义反党集团”，给予严厉处分，而且认为：“庐山出
现的这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

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

死斗争的继续。”[8](524)并号召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

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1959年 8月 2日，中共八届
八中全会举行。16日，全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
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周小舟受到“撤销
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保留中央候补委员，以观后

效”的处分。庐山会议本来应该纠“左”，后来却变成反
右倾。正如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
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八届
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

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

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

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

间”[9](24)。 
由于周小舟是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又由于彭

德怀、黄克诚原籍湖南，庐山会议前到湖南作过调查

研究，毛泽东在会上多次批判他们是“湖南帮”、“湖

南集团”。所以，中共湖南省委贯彻会议精神，开展反

右倾斗争尤为积极，成为全国的重灾区之一。1959年
8 月 5 日，庐山会议尚未结束，中共湖南省委就召开
电话会议，向各地、市委书记通报会议精神，通报周

小舟在会议上受批判的消息。6 日，省委召开省直机
关干部大会，部署 8、9两个月工农业生产，提出“反
对右倾思想”的口号。1959年 8月 20日，新任中共湖
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到任。1959 年 8 月 22 日至 9
月 15日，张平化主持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各地、市、
县委书记及各大型厂矿、大专院校、部队及省直机关

的负责干部一共 2000人参加会议。会议传达贯彻庐山
会议精神，揭发批判以周小舟为首的所谓“右倾”机

会主义反党宗派活动，周小舟在会上遭到错误的批判

与斗争。1959 年 9 月 15 日，会议通过《关于周小舟
同志右倾反党活动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湖南

党内以周小舟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宗派反党活动，

和与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是密切联系的。彭德

怀、黄克诚同志是周小舟同志进行反党宗派的后台老

板。黄克诚同志则是具体的指导者。”“为了对党和人

民的社会主义事业前途负责，党必须采取坚决的严肃

的态度，彻底粉碎他们的反党活动。省委全会完全拥

护中央撤销周小舟同志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保

留他的省委委员，以观后效的决定。”[2](307) 

湖南是全国反右倾斗争开展的最为浩大、造成后

果最为严重的一个省份。在运动中错整了一大批敢于

实事求是、很有见地的好同志，结果在政治上使党内

的民主生活遭到了严重破坏，其伤害的人数之多，消

极影响面之广，均超过此前的各种政治斗争；在经济

上使得湖南当时刚刚开始纠“左”的工作遭到了批判与
否定，导致“左”倾错误更加变本加厉地泛滥起来，本
来已经有所收敛的高指标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

浮夸风和共产风又重新泛滥起来。 
1959 年 11 月，中共湖南省委在株洲召开常委扩

大会议。会议对 1960年的工农业生产提出了比上一年
更加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求粮食总产量比上一年增

长 20—30%，生猪增长 40—50%，铁增长 92%，钢增
长 2.3 倍，钢材增长 6.9 倍，煤增长 30%。上述增长
幅度是以大大浮夸了的 1959年的预计数为基数的。例
如：粮食的总产量实际上要增长 62—80%。对于这样
一些本来就无法实现的高指标，在往下贯彻时，又层

层加码，例如：省里是生猪指标就由原来的 2800—
3000 万头增加到 4000 万头，并且把全省平均每人千
斤粮，一头猪，作为当年农业生产的主要奋斗目标④。 

1959年秋至 1960年春，全省再一次掀起“继续跃
进”的新高潮。主要开展了几个“大办”运动。 
第一，大办水利。从 1959年冬至 1960年春，仅

省里安排修建的水库和塘坎就达 6万多处，合计土石
方 8亿立方米。任务之大是前所未有的。其中大中型
水利工程 130 处，其土石方量相当于 1950 年至 1959
年十年中同类工程土石方总量的 5倍，总干渠的长度
为湘、资、沅、澧四水干流总长度的 1.5 倍。全省参
加兴修水利的农村劳动力量多时达 600余万人，直到
春耕大忙季节，仍有 60余万人在水利工地上，严重影
响了冬季作物的管理和春季生产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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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大开荒。中共湖南省委要求将原计划在三

年内垦荒 3000万亩的任务，争取在 1959年冬至 1960
年春基本完成。于是，全省又有上百万劳动力顶风冒

雪上山开荒，结果开了生荒丢了熟地，仅湘潭地区荒

芜的田地就达 60万亩。 
第三，大办生产基地。到 1960年 2月止，全省有

40%以上的人民公社建立起了各种农副产品基地 535
个。由于是一哄而起建立的，完全脱离了具体客观实

际，结果严重妨碍了当地的生产安排。 
第四，大办养猪场。为了使 1960年全省生猪生产

指标在上一年的基础上翻一番，中共湖南省委要求在

全省开展一个万头猪公社、千头猪大队、百头猪生产

队，十头猪食堂的“万、千、百、十集体养猪运动”，
经过几个月的突击，全省建起了 14万个养猪场，其中
大的猪场有数百间猪栏。由于是仓促上马的，加上管

理不善，结果造成生猪大批死亡。 
第五，大办交通。1959 年冬至 1960 年春，全省

新修公路里程相当于原有公路总里程的三分之一，同

时还修了 800公里铁路路基，其中 200公里铺了轨。
这些工程大都质量差，有的只能报废。此外，还开展

大造森林、大伐木材等运动。 
在上述“五个大办”运动中，全省一共付出的劳动

日达到 6亿个，比 1958年秋冬全民大炼钢铁和开展农
业基本建设的用工还多出 2亿多个。它大大超出了当
时人力、物力、财力的许可范围，严重地影响了人民

群众正常的生产活动和休养生息。 
1960 年 3 月至 10 月，中共湖南省委又在农村开

展人民公社由基本队所有制向基本社所有制“过渡”

创造条件活动。 
1960年 3月 12日至 27日，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

二次代表大会在长沙召开。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作了

题为《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高速度跃进》的报

告。会议认为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

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主要危险，并提出农村人民公社要

逐渐由大队所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所有制，确定当年全

省选择 18个公社进行过渡试点；同时，确定了上半年
试办城市人民公社，下半年全省实现人民公社化。会

议坚持 1960 年“继续跃进”的高指标， 讨论并原则批
准了《1960 年至 1962 年国民经济建设发展纲要(草
案)》。《纲要》提出，与 1959年比，1962年工农业总
产值计划增长 1.2倍—1.5倍，粮食总产量增长 69%，
棉花增长 3倍，生猪增长 5—6倍，钢增长 12.7—16.2
倍，铁增长 3.4倍，煤增长 1.7倍—2.1倍。此外，会
议还补充和强调了几个“大办”，例如：大搞以机械化、

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为中心的全民技术革新

和技术革命，大搞以“小土群”、“小洋群”为主的工

业交通建设，大搞治山治水治土运动，大办教育和科

研，大搞爱国卫生运动和各项体育运动，大搞民兵建

设等等[1](131−132)。会议后，高指标风，瞎指挥风，强迫

命令风、浮夸风、共产风更加盛行起来，风力之大，

危害之烈，超过以往任何一次。为了尽快扩大社有经

济，以过渡到基本社所有制，各地不仅大量无偿地向

大队调人调物，大办社有企业，而且直接把大队经营

的厂矿、林场及其它有利可图的工副业项目收归社营，

有的公社甚至将大队中较为富裕的生产队抽出来归公

社直属。与此同时，大队也把无偿平调之手伸向生产

队、作业组、公共食堂及社员。此外，不少地方又重

新没收了社员的自留地，并采取截富补穷的办法，把

穷队富队的收入大体拉平。为了基本实现半机械化和

部分实现机械化，各地不顾一切，全民动员，大搞工

具改革，大造新式农机具，产品虽然出了不少，但是

绝大部分是废品，造成人财物的巨大浪费。 
“继续跃进”本是在全省国民经济已经步履艰难的

情况下启动的，经过一年的强制推进，终于使国民经

济处于无法再继续运行下去的地步，到了 1960 年秋
冬，不仅生产建设难以为继，而且人民群众的生活也

极度困难，全省出现了普遍性的粮荒、油荒、肉荒。

城镇居民口粮标准一降再降，每人每月只有 18 斤口
粮。在农村，农民年人均口粮只有 350 斤，比 1957
年减少近 4个月的口粮，约有三分之一的地区缺少粮
食，并且缺粮的时间较长。由于生活难以为继，人们

常以野菜、树皮、草根、糠叶充饥。全省水肿病、妇

科病、小儿营养不良的病人急剧增加，外流渡荒和非

正常死亡的人口急剧增多。1960年全省有 3569.37万
人口，比 1959年的实际人口 3691.95万减少了 122.58
万人，1961年又减少 61.39万人[7](48)。 
 

五、小结 
 
湖南的大跃进运动虽然取得了农田水利工程建设

的较大成就和工业建设的一定成绩，但正如《关于建

国以来党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的：“由于

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基

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

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

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

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

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高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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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

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9](23)大跃进运动的错误主要表

现为严重脱离了中国的国情，严重违背了客观经济规

律，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造成经济的巨大浪费，严

重败坏了党风。 
大跃进运动是我们党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以

后，在经济建设上进行的一次不成功的探索，它给我

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和重要的启示——搞社会主义经

济建设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循序渐进，

严格遵循客观规律办事，坚决克服以主观意志代替客

观规律的错误做法。 
 
注释： 
 
① 中共中央文件·中发(58)15号：《中央转发湖南、江西两省关于

党代表大会的情况报告》。 

② 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文件：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讲话：《鼓起革

命干劲，实现 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1958年 1月。 

③ 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文件：《省委第四次机械工业生产会议纪

要》，1958年 7月。 

④ 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文件：《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纪要》，1959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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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reat Leap Forward Movement in Hunan province experienced brewing preparation, organization to 
launch, a sensation, and continues to leap forward in four stages. Although the cadres and the masses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campaign offered selfless labor and hard work, and have achieved certain results, the losses were much 
higher, or, it does more harm than good. Engaging in socialist economic construction must proceed from reality in 
everything and what one can, step by step, strictly follow the objective law, and resolutely overcome the subjectiv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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